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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司法悖离官方表达的功利行为及其诱因 
——以 S 县锦镇人民法庭为例 

张青 

(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对 S 县锦镇人民法庭 2011—2012 年间的调查表明：虽然在司法机关的官方表达中，对案件的处理必须

要符合司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实现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乡村法官所作

出的处理决定既非为了平息纠纷、为民排忧解难，亦非为了实现法治，而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在实践中形成了择

案而立、调解本位甚至强制调解以及“以结代收”等司法策略，其处理问题、避免麻烦的心态贯穿人民法庭日常

运作的始终，偏离了法治和治理(亦即合规范性与工具主义)的双重制度定位。乡村司法之所以出现和官方表达相

悖的功利化行为，与其司法制度定位的治理化和法院内部考核管理方式的强行政化密不可分，所受理案件的乡土

性也决定其功利化的运作方式，未来亟需综合考虑乡村司法所处的系统性变量对其予以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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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ory between official expression and utilitarian practice in rural judicial: 

Empirical study on Jinzhen People's Tribunal of S County 
ZHANG Qing 

(Law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empirical survey in Jinzhen People's Tribunal of S county during 2011-2012,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re was contradictory between official expression and utilitarian practice in rural judicial: the rural judicial was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legal effect, social effect and political effect in official expression, while the purpose of rural judicial 
was neither dispute resolution nor realization government by law, but for the purpose of self-interest. It mainly manifested 
as dedicated to the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with a series of strategies such as to be flexible and rigidly both, and so on. 
As a result, rural judiciary departed from dual system orientation of the rule by law and the governance in practice, in 
other words, the dual purposes of legality and instrumentalist, the essence of which was operating in a way of 
utilitarianism (that is to get out of trouble and to pursue court achievements).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e contradictory 
was caused by inappropriate orientation of judicature, the administrative check-up system in the court and the local color 
of the cases, and the rural judicial should be adjusted and perfected after considering its comprehensive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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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基层司法首要

考虑的不是如何实现规则之治，而是设法解决纠

纷。苏力教授等在对中国基层司法制度进行实证研

究的基础上指出，“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主要关

注的是如何解决纠纷，而不是如何恪守职责，执行

法律。······法官完全是实用主义导向的；是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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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或支持下，权衡各种可能的救济

之后作出的一种他们认为是对诉讼人最好的选

择。”[1]这一论断几乎成为此后关于基层司法研究中

不言自明的前提。在对基层司法予以“理解”的大

旗下，法庭和法官俨然是国家在基层社会的化身并

同国家这一抽象的实体存在完全的“向心力”，基

层法官偏离规范预设的司法行动或者策略几乎当

然地被解释为在社会结构性束缚下创造性地实现

国家司法权力及其功能的一种实践智慧①，因而此

种偏离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令人同情的。此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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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实际忽略或者掩盖了作为个体的法官以及作为

局部单位的法庭同抽象的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离

心力”，进而丧失了探讨此种“离心力”发生的结

构性原因以及从制度上对其最大限度改进的机会。

实际上，法庭和法官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并不必

然完全代表国家立场或者社会利益司法，其行动和

策略本身包含功利化的契机。 
鄂西南锦镇人民法庭隶属于 S县人民法院，地

处武陵山区东北部，辖石溪与锦镇两个乡镇，法庭

驻地为锦镇。辖区面积 585平方公里，89个行政村，
人口约 9.6万②。笔者曾于 2011—2012年数次前往
锦镇人民法庭进行实证调查。本文所涉相关案例均

来源于此。调查对象包括庭长、副庭长等三名法官、

书记员、法警，还有一位食堂师傅。笔者拟以锦镇

人民法庭为例，对乡村人民法庭的官方表达与实际

行动过程及其策略予以对比展示，以此揭示二者间

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对乡村司法官方表达与实践策

略悖离的成因及其应对予以探讨。 

一、乡村司法功能的官方表达 

在当今中国，尽管解决纠纷依然是司法工作的

首要职能，但从官方主导的制度定位来看，司法机

关并不是单纯地去平息纠纷，而是要在解决纠纷的

过程中，一方面要符合司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至少
形式上要符合)，另一方面，要通过纠纷解决为党和
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即“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

法” ③。这两种目标定位在乡村司法中则表现为新

的“两便”原则，即“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

法院独立、公正和高效行使审判权” ④。即要求基

层司法既要实现纠纷解决，又要满足规则之治。 
此所谓“纠纷解决”，非指仅仅通过司法促使

当事人双方息纷止争，而是包含了更为广泛的目

标。在共产主义法律学说和法律传统中，法律和司

法并非某种超越阶级的普适性规则体系和纠纷解

决方式，而是服务于统治阶级专政需要的国家治理

社会的辅助工具。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

进入全面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学界将这种由

国家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建设总结为“一体化”的或

者“动员型”模式。因此，乡村司法活动亦不能以

化解纠纷为唯一目标，而是要承担起国家对基层社

会治理的更为广阔的政治、社会职能，亦即追求的

是一种政治、社会的工具主义目标。所谓“规则之

治”系指国家和政府为了适应社会治理需要、维护

其公信力，要求乡村司法在形式上必须符合实体法

和程序法的规范性要求，其追求的是一种合规范性

目标。事实上，这是两种存在潜在冲突的目标。一

方面，追求工具主义的目标必然要求赋予法庭一定

的灵活性，那么程序和规范价值势必要做出相当的

牺牲；另一方面，确保乡村司法的合规范性目标，

又会影响其工具主义目标之实现。 
如果仅从 S 县和锦镇人民法庭的官方材料上

看，乡村司法的上述双重目标均获得了相当程度的

实现。在乡村司法的规范化方面，为规范司法行为，

提升审判断质量和效率，促进司法廉洁，保障司法

公正，S县法院于 2011年开展了“‘审判管理年’暨
‘案件质量效率年’”活动⑤，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管理、

考核和评估机制。据 S 县人民法院 2011 年上半年
的工作总结显示，这一活动的成效还是较为显著

的，无论是在案件质效、队伍建设，还是审判管理

等方面均有明显提升⑥。锦镇人民法庭 2011年上半
年的工作总结中对此也有体现，在这半年内，其审

结案件经审监庭的评审，案件合格率和法定期限审

结率甚至达到 100%⑦。 
作为治理传统的延续，司法的工具主义目标仍

在官方文件中频被提起，并自上而下地受到普遍重

视。2011年，S县法院开展了“发扬传统、坚定信
念、执法为民”的主题实践活动。其重要目标之一

便是要“牢记服务大局使命，深入扎实推进三项重

点工作，全力保障‘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为此，
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须“联系服务群众，用

心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排查矛盾纠纷，

宣传平安建设，向群众送法律、送信息、送建议、

送温暖。” ⑧从锦镇人民法庭的工作报告看，其在

日常司法活动中较充分地体现了活动精神： 
今年以来，我庭审理的案件呈现出良好的趋

势，提升了调解结案率和当庭宣判率，而使申诉信

访量不断下降。在工作中保持热情服务，对不属于

法庭处理的事情也不一推了之，而是为其指明正确

的解决途径，努力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积极参加“人民法官为人民”实践活动和镇党委、

政府组织的“三万”活动，不断满足社会，尤其是

基层群众的司法需求，帮助化解金融危机下的各种

法律难题，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和谐。发挥人

民法庭构建便民诉讼网络的优势，成立“流动法

庭”，在农忙时节深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巡回

办案、就地开庭。半年来，我庭共巡回审判案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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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实现案结事了。通过巡回审判，现场调解，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农

村社会稳定，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

的服务宗旨。
⑦
 

这则材料显示，法庭的日常活动不仅“严格依

法办事”，追求司法的独立、公正和高效运作，而

且注重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确实实现了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合规范性和工具主

义目标。一是通过化解纠纷积极为县乡两级政权的

中心工作服务；二是坚持人民司法的传统司法路

线，“不图案结了事，务求案结事了” ⑨。锦镇人

民法庭的工作总结呈现出一幅“马锡五审判方式”

的司法图景。⑩[2]人民法官从服务大局、服务人民

的理念和目标出发，深入田间炕头，为民排忧解难，

息纷止争，似乎真正实现了“人民法官为人民”的

目标。总之，在官方的表达中，乡村司法的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俨然达致了和谐统一。 

二、乡村司法的功利化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锦镇人民法庭在工具主义目标

和合规范性目标两方面均显示出类似“还原主义”

的倾向[3]，即人民法庭及其法官往往将自己摆到法

律规制和政策要求的对立面，并采取一种只要表面

上不违反法律和政策什么都干的态度，把合规范性

和工具主义的要求还原到对制裁等不利后果的预

测并据此作出对策和行动。在“还原主义”倾向下，

锦镇人民法庭司法的实践目标既非以规则为导向，

亦非以“平息纠纷”为其要旨，而是以“解决问题”

为核心。“平息纠纷”与“解决问题”单从字面意

义上看并无实质差异，然而在此却显示出乡村司法

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如若乡村司法以“平息

纠纷”为己任，则意味着前所谓工具主义和合规范

性的司法目标在人民法庭的司法活动中一定程度

的践行；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则人民法庭及

其法官主要以“还原主义”的态度对待法律和政策，

将诉至法庭的纠纷视为一个个问题和麻烦，如何消

除伴随纠纷进入法庭的麻烦成为人民法庭日常运

作的首要目标，至于具体的纠纷是否能够获得妥帖

的解决以及解决的过程与内容是否符合规则之治，

并非乡村司法关注的要点，亦即乡村司法在实践中

表现出一种功利化的倾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乡

村司法实践呈现出的“功利化”同前述国家治理所

追求的“工具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国家

对法律和程序所持的立场，法律和司法被视为国家

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的诸多手段和方法的一种；前

者则是法庭和法官基于自利的考虑对国家目标的

悖离，实质上偏离了国家工具主义目标。 
1．通过“立案政治学”筛选案件 
在立案阶段，法庭首先要做的是归纳和梳理诉

至法庭的各类纠纷，对于那些难以解决或者可能给

法庭带来巨大麻烦的案件，即使符合立案条件，法

官们也会以各种方法将其视为“问题”而排除在法

庭之外，并不会被当作案件加以对待。据锦镇人民

法庭的法官们介绍，因被视作法庭的累赘和“问题”

而遭回避的纠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征地拆迁案

件；地方旅游开发、企业建设、经济发展等涉及政

府、政绩的案件；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及其他严重

社会矛盾的案件；事实难以查清，财产难以分割的

案件；判决难以执行，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强制

执行易致当事人过激反应的案件等!。 

建国以来，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对乡村社会的

渗透、控制和动员，早已养成了乡民“有事找干部”

的习惯。因此，上述“问题”在诉至人民法庭之前，

一般都已经过其他部门的处理。而这些部门同样担

心“问题”背后潜在的风险(既要照顾地方政府的施
政方针、政策，又要防止当事人因此不断信访、上

访，甚至引发恶性不稳定事件)，以及与之相伴的行
政追责，所以在初步处理后往往将“皮球”踢向人

民法庭，建议当事人起诉。在各部门转了一圈回到

人民法庭的当事人多已满腔怨愤，为了避免刺激当

事人作出过激的举动(如申诉、上访，甚至大闹法庭
等)，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法官为了防止当事
人信访、上诉不会直接拒绝受理，更不会依据民事

诉讼法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而是巧妙地让当事人

“自愿”地带着“问题”离开法庭。 
愤怒的当事人何以会“自愿”离开法庭？带着

这一疑问，笔者同法官们进行了数次深度访谈。通

过访谈获悉，法官们在日常司法实践中摸索出了一

整套规避“问题”的策略。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一

是“拖”，即当事人起诉时，不直接说明其诉状中

存在的所有瑕疵，而是每次仅向当事人指出其中的

一点，并故意延长下次处理周期。如此反复。由于

当事人多在乡下，到镇上一次非常麻烦，而且车旅

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许多当事人经过几次补充

后就自动放弃诉讼了。二是调解。在立案前对原告

做工作，特殊情况下甚至将双方叫在一起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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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此促使原告自动撤诉。三是支招上访。对涉

及政府的复杂案件，法官会对当事人申明厉害关

系，暗示当事人法庭处理后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获得

解决，还耗时费力，因此得不偿失。在此基础上，

法官还会进一步含蓄地建议当事人直接通过行政

途径解决，因为这样“成本低，见效快”。四是向

县法院求助，将案件交县法院处理，或者征求领导

意见，以此转移“问题”。五是有意识地和当事人

吵一架，让当事对法庭产生厌恶和疏离感，进而去

别的地方解决问题!。法官们根据不同的情况、不

同的当事人及不同的场合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将大

量棘手的案件成功排除于法庭之外。也正因为如

此，乡村法官除了要学会审时度势、察言观色，还

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能力，以及丰富的社会生

活阅历。以下个案展示了锦镇人民法庭法官为防止

卷入“敏感”案件的漩涡而采取的策略性行动： 
石溪乡某旅游公司在未同村民协议妥当的情

况下占用大量耕地、林地修路、建景观台等。某村

民将该公司告上法庭。面对这一事实十分简单清楚

的案件，法官却开始犯愁。因为该案涉及到镇政府

的经济发展规划，一旦立案审判，法庭便不可避免

地要陷入合规范性与工具性之间的冲突。对法庭而

言，如果遵循基本法律规定断案，则会因为与当地

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相背离而开罪政府。更严重的

是，政府的支持又是法庭工作不可或缺的，政府不

乐意的案件根本无法执行。而如果法庭不依照基本

法律规范断案，法官依然要面临巨大的危机：一是

无法形成合法的卷宗，及无法应对法院内部考核；

二是这样的案件在法律上很容易被推翻，主审法官

将面临各种行政追责；三是难以平息纠纷。在这种

情况下，主审法官只好无奈地建议当事人直接找企

业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再去找政府。因为，“法庭

也无能为力，即使判了也没用，根本无法执行。”

法官对当事人说：“你找企业时，就堵在他们施工

的地方，不补偿就不离开，它那么大个工程，开不

了工企业也着急，一下子(补偿)就到位了。”当事

人最终放弃了诉讼。# 

2．刻意追求调解结案，甚至强制调解 
对于已经立案的案件，法官也是高度警惕地以

处理问题、避免麻烦的心态进行审理。其在庭审中

典型地表现为法官对调解的过分强调，部分情况下

甚至出现强制调解的现象。调解之所以在乡村司法

中备受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乃在于其确实很大程

度上消除了法官们的担忧(即担心因受理并裁判案件
而招致的麻烦，如当事人的申诉、信访、缠讼、耍

泼、闹事等等)。同以事实和规范为基础而作出的非
黑即白的判决相比，调解对于法庭及其法官在避免

麻烦、摆脱问题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首先，对于

部分案件，法官根本无法查清事实，诉讼程序也存

在诸多瑕疵，如果据此作出判决，当事人一旦上诉，

极容易被上级法院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从而在法院

的绩效考评中成为所谓的“错案”。调解一方面可以

免除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的压力，诉讼程序也相对简

便随意；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当事人上诉，不仅

可以降低被评为“错案”的风险，而且有利于维持

较高的一审结案率。其次，调解可以缓解当事人之

间及当事人对人民法庭的对抗情绪，一方面可以防

止当事人作出过激的举动，使当事人不至于长期在

人民法庭纠缠不清；另一方面通过调解达成协议后，

当事人一般能够自动履行，减少了执行的阻力和成

本，因此大大缓解了法官沉重的执行压力。 
在乡村司法的结构性条件下，调解是人民法庭

的法官开展工作的必备技能。法官在日常工作中面

临的诸多难题，甚至法官的福利均需依靠调解来解

决。可以说，调解已经成为法官应对复杂关系，处

理复杂、敏感案件的重要工具；是法官处理疑难问

题、摆脱困境的利器。能否灵活运用调解，关系到

人民法庭法官工作的成败、前途，乃至福利。正因

为调解在乡村司法中承载着如此众多的目标、期望

和利益，由于缺乏有效的规制和程序保障，其势必

会偏离平息纠纷的轨道，转而以纯粹功利化的方式

运作。强制调解便是这种功利化运作方式的外在表

现。一个最为极端的有关强制调解的实例来自离婚

诉讼领域。据 Z助理审判员介绍，在离婚案件中，
当其中一方在外务工时，由于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

抚养问题，法院为了避免一系列矛盾，一般判决不

予离婚。唯一的例外是，原告方同意“净身出户”，

即放弃所有权利，承担一切义务。 
鉴于判决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作出判决只是

最后的选择。在此之前，法官一般运用强制调解的

方式迫使当事人妥协。通常的策略是，法官接到案

件以后，先对当事人做工作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

成功则判决不准离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11
条的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原告在 6个月以内不得重
新起诉。当半年以后，原告再次起诉离婚时，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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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况要么调解不成后直接作出离婚判决，也可

能再次判决不予离婚，如此反复。为了对当事人施

压，法官在审理之初便会暗示当事人，如果不接受

法庭的调解方案，法庭将按照上述策略运作。所以

许多当事人经一次庭审便达成了妥协，但也有部分

执着的当事人顽强地同法庭进行周旋，因此可能要

经历两次，甚至多次庭审和调解。当然法庭一般都

是最后的赢家，因为当事人经不住长期的耗费、等

待，最终不得不接受调解$。法庭取胜的法宝就是

灵活运用调解和审判，对当事人实施疲劳战术。 
3．对执行案件实行“以结代收” 
法庭对于普通执行案件一般会依法予以立案，

但是对于部分难以执行的案件，如当事人双方对立

情绪激烈，被执行人家庭贫困，无法承担赔偿义务

的，及牵涉政府的案件等，为了避免引起被执行人

的严重不满，防止损害政府利益和声誉，以及维持

较高的绩效考评成绩，人民法庭往往采取所谓“以

结代收”的方式加以处理，即对某些执行案件，法

官综合各种因素，若存在可能影响案件顺利执行的

因素时，实行先执行后立案，不执行不立案，以此

规避立案以后无法执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乡村司法功利化诱因及其应对 

承上所述，在乡村司法背景下，处理问题、避

免麻烦的心态贯穿于人民法庭日常运作的始终。法

官们审理案件的活动对他们而言，就是千方百计地

做到既不过分违反法律，又能摆平问题。用 L庭长
的话说就是“揉乱鸡窝”，即“想办法摆平眼前的

麻烦，而不是纠缠于事实和法律之中”。刚刚从大

学法学院毕业，尚存法治理想的 Z助理审判员对此
也深有感触地指出，“法官办案中是以解决问题为

导向的，主要是为了如何了事，而不是如何实现法

律和事实上正确的判断，一般法官根本不关心法律

和事实，糊里糊涂地处理案件。” !法官的“糊涂”

是对案件处理本身来说的，之所以看着“糊涂”，

是因为评价所参考的标准是案件事实和法律；但如

果从法庭及法官自身的利益角度看，法官的行动非

但不“糊涂”，反而是一种高超的策略性行动。 
在此，人民法庭就像收缩的刺猬一样，时刻保

持着警惕，仔细地甄别当事人诉至法庭的各种纠

纷，将那些可能将法庭拖向风口浪尖的案件规避出

去。而对于已经受理的案件，依然受到“解决问题”

的运作逻辑支配。前文的分析足以表明，在整个案

件处理过程中，法官据以作出处理决定的无疑不是

案件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范，而是对案件背后潜在

风险的权衡；法官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非为了平息

纠纷、为民排忧解难，亦非为了实现法治，而是出

于“自利”的目的。因此，乡村司法在实践中以其

实际行动背离了法治和治理的双重制度定位，其实

质正以一种功利化的方式在运作。而这一切只有放

在乡村司法的社会背景中方能得到合理解释。 
首先，从宏观场域层面看，乡村司法之所以出

现官方表达和实践策略之间的悖离以及司法目标

的功利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乡村司法制

度定位的治理化。在中国，乡村司法在很大程度上

被纳入到当地政府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的整体框

架之中，并且在这种总体实践中处于从属地位[4]。

在这种境况之下，人民法庭及其法官在司法活动中

一旦遇到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便会顾虑重重，如果

稍有不慎既可能得罪政府，更有触怒当事人使其迁

怒于法庭进而引发申诉、上访的风险。即使是普通

民事纠纷，法庭也必须考虑案件处理后可能引发的

后果，尤其是要警惕引起“不稳定因素”。因为在

“维稳”的整体行政目标下，因诉讼导致“不稳定”

事件将在法院系统内造成层层行政追责。因此，人

民法庭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自然会“择案而审”，

并将进入法庭的纠纷视作一个个需要谨慎处理的

“问题”和“麻烦”。二是法院内部考核、管理方

式的强行政化。其突出表现莫过于对高调撤率、执

结率的硬性要求，对上诉、申诉率的严格限制，以

及对二审发回重审、改判案件的错案追究等。这些

纯数字化的硬性指标及其背后的压力(法官的福利
待遇、职务升迁、业内的声誉和面子，如果出现“错

案”，甚至面临着行政处分的风险)，外加法院对调
解结案的经济激励，人为地在法官同案件处理的结

果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利益纽带(避免不利“评价”，
争取较高的绩效考评分数及调解带来的经济回报)。
在利益的驱动下，由于调解在此种考评体系下所固

有的优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自然会异常热情地追

求调解结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惜强制调解。 
其次，从微观层面看，乡村司法受理案件之乡

土性亦决定其功利化的运作方式。在锦镇人民法庭

受理的案件中，大多为以离婚案件为主的婚姻家庭

类纠纷。余下的案件也多以传统的邻里纠纷及民间

借贷纠纷为主。因此，乡村司法所涉案件多为发生

于本乡本土的村民间的“熟人纠纷”或者“半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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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纯粹陌生人之间的纠纷虽有增长趋势，但

总体比例上所占份额极其有限(不足 5%)%。纠纷当
事人之间的此种熟人、半熟人关系，意味着纠纷双

方的是非曲直异常纷繁复杂。而且在乡村社会的背

景下，基于彼此信任的长期相互关系很少会像陌生

人之间一样留下明确的字据，因此相关事实亦较难

查证。即使事实基本得以查清，法官如若径直依照

构成要件事实据法作出的判决也很难获得当事人

的认可。所以对这类案件，法官会首选调解结案，

对于那些可能无法调解结案，并且可能需要强制执

行的案件，法官自然会利用立案政治学予以规避。 
可见，诉至法庭的纠纷之所以成为“问题”和

“麻烦”，与人民法庭所处的宏观社会场域和微观社

会结构密不可分。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为人在各

种情况下选择最优的行动策略[5]。在法律领域，法律

职业的角色扮演者通过在他们自身环境的约束和资

源范围内进行选择来对法律作出回应，这些约束和

资源除了法律和实施制度所期待的行为外，还包括

许多非法律的因素[6]。乡村司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

阂，很大程度上乃是法官在综合各种制约因素的基

础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过多地诉诸规范、

政策或者道德评价对法官进行讨伐，而无视其所处

的宏观和微观社会场景显然并不现实。 
尽管如此，乡村司法官方表达和实践策略的内

在分裂又确有其弊害，而且长此以往势必会损害整

个法律和司法体系之公信力。鉴于此，理性的态度

或许是秉持一种理解但未必同意的立场，综合考虑

乡村司法所处的系统性变量对其予以调整完善。诚

如学者所言，“如果社会制度是人类互动的产物，

那么，制度规则的实质内容就必须体现那些互动潜

在的目标和动机。”[4]与此同时，乡村司法所处的社

会结构并非一个稳定、均质的实体，其本身亦是可

以通过理性予以最低限度规划、改造的。就此而言，

对于如何走出乡村司法之悖论局面，至少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予以努力：其一，改革形式主义地单纯以

申诉、上诉、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等本身作为考核指

标的压力型管理方式，而代之以实质违法性为标准

进行考核；其二，取消对调解案件进行奖励的做法，

以此减少法庭强制调解的利益动机；其三，强化刚

性程序机制以确保合意的纯洁性，但应保持乡村司

法必要的灵活性和能动性；其四，调整人民法庭的

受案范围，将乡村社会中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

棘手案件交由县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注 释： 

① 如方乐：《转型中国的司法策略》，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7 年第 2 期；高其才等：《人民法庭法官的司法过程

与司法技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 年第 2 期；

等等。 

② 数据源于2011 年 8月对锦镇人民法庭的实证调查资料。 

③ 王胜俊：《努力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载“人民网”

http://legal.people.com.cn/GB/13920757.htm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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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05]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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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质量效率年”活动实施方案》(S 法[2011]10 号)。 

⑥ S 县人民法院：《S县人民法院 2011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S 法[2011]56 号)。 

⑦ 锦镇人民法庭：《2011 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2011 年 7

月 25 日。 

⑧ S 县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

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S 法[2011]23 号)。 

⑨ 锦镇人民法庭：《为民司法铸和谐》，载市中级人民法院

编：《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经验材料汇编》2010 年 9

月整理，法院系统内部资料。 

⑩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包括：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客观、全面、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二是认真

贯彻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三

是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严格依法办事；四是廉洁奉公，

以身作则；五是实行简便利民的诉讼手续。 

! 锦镇人民法庭调查日记，2011 年 8 月 2日。 

# 锦镇人民法庭调查日记，M 副庭长口述案例，2011 年 8

月 9日。 

$ 参见锦镇人民法庭调查日记，2011 年 8 月 3日。 

% 锦镇人民法庭 2008 年-2011 年收结案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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